淺談「TTQS評核委員人格特質與評核行為之關係 」                                                                                                                                                                                                                                                                                                                                                                                                                                                                                                                                                                                                                                                                                               
評核委員　徐世欣


1、 前言
處在全球高度競爭的時代，人才之良窳攸關整體的勞動生產力與國家競爭力，因此提升人力 資源素質，培育系統化的人才是當今政府與企業刻不容緩的課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提昇國內各單位辦訓品質，乃自 94 年 起 參 酌「ISO9000」系列之人力資源發展指引 「ISO10015」、英國人力資本投資促進方案（Investors in People, IIP），並加入國際間 對於訓練成果之重視與高階人員參與之要求，特規劃制定適合我國辦訓環境之訓練品質評核系統 (Taiwan TrainQuali System ,TTQS)，作為檢視各單位訓練體系、訓練計畫執行品質及訓練績效之評核與管理工具，並於 96 年開始推動。其後為促使 TTQS 能與國際同步，並結合政府職能基準政策，於 103 年更名為「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TTQS）。
TTQS 自 96 年推動至今已經8年，此期間本著精益求精、持續改善的精神，除了曾於101年更改評核指標外，並針對TTQS 三類專業人員（TTQS 委員、顧問與教育訓練講師）招募遴選機制不斷改善（資格審查、如研習課 程、實務演練與兩階段測驗及實習），以遴選出更合適的專業人員。對於已具備資格之 TTQS三 類專業人員，每年辦理共識會議、回流 訓練、校準研習等活動，建立評核與輔導共識，以縮短落差。另訂定相關作業標準規範（SOP），要求專業人員應遵循作業流程、倫理規範，並進行滿意度調查，提升專業人員服務品質，透過管理辦法規範三類專業人員於服務過程中的各項機制，這些措施無非是使TTQS更加公正完善，也因此愈來愈獲得了機關與企業的重視與認同，如今的TTQS可謂已邁入穩定成熟階段。
但由於目前TTQS評核制度是採「評核計分卡」的方式，以PDDRO 五大構面，19項指標總分來檢試受評單位的評核結果 (區分為「未通過」(53分以下)、「通過門檻」(53.5 - 63分)、「銅牌」(63.5 - 74分)、「銀牌」(74.5 - 85分)、「金牌」(85.5分以上)等五等級)。雖然每個等級設有9.5-10.5分以上之級距，但在每個等級臨界之間卻僅有0.5分之差異，評核委員稍有偏差，結果即可能會差上一個等級，真可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因此評核委員之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依黃惇勝教授在2009年以北部地區286個受評案例作為樣本，進行評核配對間一致性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有13~15%的配對委員計分沒有一致性；近年來雖然在評核指標的認知與共識上已經在職訓局、彙管單位及各分區中心承辦人員、講師、顧問、評委的努力下做了許多努力與改進，但就個人近年來實際參與評核以及校準研習活動經驗，不同的委員、顧問或組別間對每個指標的評分上仍常出現一些差距，如此累計19個指標總分，評核結果極有可能差上一個等級。細究原因，個人認為除了專業上的問題之外，多少與評核者的人格特質有關，而過去有關TTQS評分與一致性的探討研究大都偏重於專業面，但對評核者的人格特質這方面的探討較為少見，本文僅就此提出一些看法。


2、 評核委員的那些人格特質可能影響評核結果？
以下列出幾項，以為參考：

1、 自信： 
1950 年代的幾位學者，例如 Mandell (1956)發現低自信的評核者容易貶抑受評者表現，他們會給受評者較低的評核分數。

2、 焦慮性(anxiety)：
Lewis 與 Taylor(1955)則發現當評核者人格特質中有較高的焦慮 性(anxiety)時，會比低焦慮性的評核者給受評者較為極端的分數。

3、 責任感傾向 (conscientiousness)：
Bernardin、Cooke、及 Villanova(2000)則指出責任感傾向 (conscientiousness)高的評核者會給受評者較低的評核分數。

4、 自我監控傾向 (self-monitoring)：
Jawahar(2001)比較評核分數時，發現自我監控傾向 (self-monitoring)高的評核者與自我 監控傾向低的評核者在評分上，前者給予受評者較高的分數。
夏榕文、余哲維(2005)研究認為評核結果會影響受評者與評核者的未來互動關係，因此自我監控傾向 高的評核者在評核時會想要得到受評者最大的認同，進而調高受評者的評分。在一項研究中， Jawahar 與 Stone(1997)以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自我監控傾向高者在評核時會產 生較寬鬆的評核分數。在另一個研究中，Jawahar(2001)以 210 位經理為研究對象，發 現自我監控傾向高的評核者較低自我監控傾向的評核者給受評者較寬鬆的評核分數。

5、 外控傾向： 
在內外控傾向與法律判決的關係上，在一項研究中，Carroll、Perkowitz、 Lurigio及 Weaver(1987)發現內控傾向的陪審團員較外控傾向的陪審團員有較嚴格的判決傾向，其原因為內控傾向的陪審團員對被告的行為傾向內部歸因，他們認為犯罪者應該 負起完全的法律責任。相對地，外控傾向的陪審團員對於被告的行為傾向外部歸因， 他們認為被告犯罪的原因可能由於早期家庭問題或是受到環境的逼迫，所以他們給予 被告較輕的刑責。由此可見，內外控傾向者對於他人的歸因傾向會導致不同的推論與 判斷。
從學者過去的實證中得知，外控傾向者通常較有依賴性，也具有較高的他人導向， 他們比較關心別人認為重要的事情，也較關注其他人的行事與態度，並作為個人行為 的重要依據(O’Connor & Morrison,2001)，所以外控傾向的評核者在評核時會在意受評者對評核結果的態度，因為受到受評者期待的影響，所以他們可能會調高受評者的評分。

6、 和善傾向：
在一項研究中，Bernardin 等人(2000)發 現和善傾向高的評核者會給受評者較高的評核分數。在另一個研究中，Bartels 與 Doverspike (1997)針對 26 位評估中心(assessment center)的評核者進行研究，結果亦發 現和善傾向高的評核者會給受評者較高的評核分數。


3、 結語
 宥於資料收集以及時間因素，本文未能進一步作較為完整之實證研究，以獲得更     可靠與有效之結果，但其最大目的是能拋磚引玉，提供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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